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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育技术学理论的结构、发展阶段及其动因

张 刚 要

（南京邮电大学 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 按照科学哲学的相关解读，“科学的”教育技术学理论的结构包含两种陈述：一是静态显形结构，即教育技

术学理论的基本原理、具体原理与应用原理；二是动态逻辑结构，即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传统”的内部完善和外在更替

的规律。 根据“研究传统”的内在规定，可以将教育技术学理论划分为三个前后继承、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 通过对不同

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研究传统的特点、教育技术学理论的特点及其他相关元素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教育技

术学理论的静态显形结构多么完备，它们实质上都在接受动态逻辑结构的引导与制约，动态逻辑结构才是主导教育技

术学理论发展的关键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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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教育技术（电化教育）学获得学科建制的身
份之后，其理论体系的构建一直被学界视为一项重大
基础理论工程。 为此，相关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
索，并取得一系列颇有建树的研究成果，从而为学科的
存在与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教育技术学的进一
步发展， 现有的理论体系也逐渐暴露出其固有的弱
点，因此经常被诟病。比如：“大多是教育学、心理学理
论的简单抄搬式的‘借用’，或者是相关技术应用层面
的经验总结”[1]，“缺少必要的概念抽象和逻辑推理”[2]，
“难以被教育学理论界所接受和认可”[3]。 本文试图摆
脱经验归纳、 直观映照式的理论体系的构建方法，将
教育技术学理论视为“科学的”理论，并从科学哲学中
借鉴相关思想资源，尝试呈现一幅有机的、系统的、逻
辑一致的教育技术学理论图景。

一、“科学的”教育技术学理论的结构

我们把教育技术学理论定位成“科学的”理论，因
此，有几个问题是不可回避的，比如：什么是科学理
论？ 为什么要建立科学理论？ 科学理论的一般结构是

怎样的？ 对此，科学哲学早已做出了较为具体而深刻
的回答。
人类的认识水平，从一般到抽象大抵包括三个层

次，分别是观察事实、经验规律与科学理论[4]。 一般而
言，科学中的观察事实是科学认识主体通过观察并借
助于一定的语言，对客观存在的、特定的事件或现象
的描述与判断，其逻辑形式是单称命题，它居于人类
认识的最底层。科学认识主体通常不会满足于这个层
次，进而会通过对某一类事件或现象进行研究，以揭
示出这一类事件或现象间的必然关系，这就是所谓的
经验规律。 经验规律以全称命题的形式表现出来，但
它仍然不是人类认识的最高层次，还有继续“提升”的
空间。当科学认识主体掌握了某类事件或现象的经验
规律以后，“就会要求从较少的概念和关系的体系中
求得对这众多的经验规律的理解”[4]，这实际上就进入
了相应的科学理论的构建阶段。科学理论属于人类认
识水平的最高层次，它“必须是一个演绎陈述的等级
系统，它不但应当能够解释现象，而且必须能够解释
规律”[4]，具体来说，科学理论“要用并非由经验所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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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的假想的实体和过程来解释经验所提示的现象

之间的齐一性（经验规律）”[4]。
对于我国现有的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南国农

先生总结到，“一类主要是以美国 AECT’94 定义为依
据建立的；另一类主要是在不断总结本国理论研究和
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的”[5]。李康教授也对教育技术
学理论体系的构成进行了分类，“一是 ‘要素构成’体
系；二是‘操作构成’体系；三是前两者的有机结合”[6]。
根据上述科学哲学关于科学理论的界说， 不难发现：
这些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大都处于经验归纳、直观映
照的朴素发展阶段，充其量只能属于经验规律这一层
次，终究称不上“科学的”教育技术学理论。因此，随着
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教育技术理论体系的构建必须实
现从经验规律到科学理论的飞跃。 而在这一过程中，
探索科学理论的结构又是至为关键的。
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也是最受科学哲学家关注

的核心问题之一。 总体来说，逻辑经验主义学派的贡
献在于刻画了科学理论的静态逻辑结构。在这一学派
中，是坎贝尔（N. R. Campbell）首次提出了关于科学
理论结构的确切界定，即科学理论“在形式上由一组
‘假说’和一部‘辞典’构成，并且观察上为真的那些定
律（属于‘概念’）能借助于逻辑推理加上辞典的翻译，
而能够从 ‘假说’ 中推演出来” [7]。 亨普尔 （C. G.
Hempel）后来提出，科学理论的结构只有两个要素，即
内在原理和桥接原理。 事实上，“内在原理”大体相当
于坎贝尔所说的“假说”，“桥接原理”接近坎贝尔所说
的“辞典”，但不完全等同。 坎贝尔的“辞典”预设了观
察和理论的绝对二分，而亨普尔用“桥接原理”来连接
“内在原理”和“导出原理”，巧妙避免了这一困难。 但
是亨普尔却将“导出原理”排除在科学理论的结构之
外，不过这一说法也存在明显的困难，有学者 [7]认为

“导出原理”也应是科学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一
来，科学理论的结构要素大抵包括三种，即内在原理、
桥接原理和导出原理。 参照这一结构，并根据教育技
术学自身的特定逻辑，我们认为教育技术学理论的结
构也包括以下三个要素：

（1）基本原理。类似于亨普尔的内在原理，是指关
于教育技术及构成教育技术的各种实体 （如教育、技
术、人等）以及实体如何相互作用的种种假定，具体表
现为教育、技术与人的关系，技术的教育价值论等。基
本原理是教育技术学理论结构中真正基础的部分，其
本身就是一个演绎系统，它是不可观察的，尚不具有
经验内容。

（2）具体原理。揭示教育技术基本规律和状态，为

解决教育教学问题提供技术支持，其核心是如何认识
技术教育应用的过程以及构成这一过程的各种要素

的联系。 与亨普尔的桥接原理接近，它把基本原理中
的各种假定与我们所熟悉的教育技术现象和规律连

接起来。
（3）应用原理。 探讨的是教育技术现实现象的规

律性问题， 是一种对教育技术的具体的应用性认识，
具体表现为原则、方法、途径等。它是从基本原理和具
体原理中导出的，可以接受检验的经验规律。
值得注意的是，随后的历史主义学派对这种静态

结构描写提出了质疑，主张把结构问题纳入历史的语
境中进行动态分析。 在此过程中，比较有影响的工作
当属库恩 （S. Kuhn） 的 “范式” 理论与卡拉托斯（I.
Lakatos）的“研究纲领”理论。然而，劳丹（L. Laudan）却
认为他们的理论尚存在诸多缺陷，进而提出了自己的
“研究传统”理论[8]。我们认为，借助“研究传统”作为理
论分析工具，可以勾勒出一幅关于教育技术学理论发
展的历史图景，以廓清教育技术学理论存在的依据及
其发展的动因，进而从根本上把握教育技术学理论发
展的全景。
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综合亨普尔的科学理论的

静态结构与劳丹的科学理论的研究传统， 拟从 “静
态—动态”两个方面探索教育技术学理论的结构。 也
就是说，教育技术学理论的结构包含如下两种陈述：
一是静态显形结构，即教育技术学理论的基本原理、
具体原理与应用原理；二是动态逻辑结构，即教育技
术学理论 “研究传统” 的内部发展与外在更替的规
律。

二、“研究传统”与教育技术学理论发展的阶段

前文借鉴科学哲学的相关资源，初步勾勒了教育
技术学理论结构的图景，并对其静态显形结构进行了
较为细致的描述。这里拟按照以下路线探讨它的动态
逻辑结构：首先简要描述劳丹“研究传统”理论的起源
及其内涵；接着在尊重劳丹“研究传统”原意的基础上
对其进行适当的改造，从而提出教育技术学的“研究
传统”；最后根据教育技术学“研究传统”的内在规定，
将教育技术学理论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劳丹对科学的合理性与进步性等问题进行了持续

的思考，并有了新的洞见。他坚持认为，“必须将通常所
称的‘科学理论’区分为两类不同的命题体系”[8]。一类
是指能够进行预测、检验和说明的具体理论（也可称
之为“小理论”，接近于前文所及的理论的静态结构），
另一类是指较为抽象且无法进行检验的原则或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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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地被视为“大理论”，和前文讨论的理论的动态
结构相类似）。对于劳丹的这个分类，历史主义学派的
库恩和拉卡托斯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其进行了
进一步的发展。 他们认为，具体的“小理论”几乎不能
反映科学的发展与进步，而更一般的“大理论”才是科
学进步的标准。 劳丹赞同他们的观点， 同时也发现，
“迄今关于什么是更大的理论、 它们是如何演化的说
明却不能让人满意”[8]。 于是，劳丹开始了对更一般的
“大理论”进行新的说明的尝试，并将更一般的“大理
论”称之为“研究传统”。
根据劳丹的定义，“一个研究传统是关于一个研

究领域中的实体和过程以及关于该领域中用来研究

问题和构作理论的合适方法的一组总的假定”[8]。也就
是说，研究传统是具体理论的“助产士”，它们在更深
的层次和更广的范围内指导着具体理论的产生与发

展，这些指导原则包括两个部分，即本体论和方法论。
一般来说，本体论规定了某个研究领域内的基本实体
的类型以及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比如：在行为主
义研究传统指导下所产生的各种理论，只能将可被观
察和直接测量的物理指号或生理指号作为合法的实

体。而方法论则规定了该研究领域内的研究者所能使
用的程序方式或研究方法。 例如：一个行为主义者所
使用的研究方法必然会带有明显的“操作主义”的经
验主义特征。相反，如果他开始用内省法思考问题时，
就意味着他可能脱离了行为主义研究传统。 简而言
之，“研究传统是一组本体论和方法论规则，规定‘能
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8]。还需指出的是，研究传统
是一种运动着的历史范畴，它们也有兴有衰。 一般情
况下，当某些最基本的核心要素发生变化时，就会出
现研究传统之间的前后更替。
劳丹的“研究传统”以其新颖性和独特性，吸引着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 如在教育学 [9]、心理学 [10]、计算机
科学[11]、医药化学[12]等领域，“研究传统”不仅被认为是
划分学科理论发展阶段的依据，还被视作推动学科理
论发展的直接动因。 这些研究极具启发意义，为我们
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同时，我们根据教育技术
学理论发展的特有的逻辑，在尊重劳丹“研究传统”原
意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适当的改造，最终将其作为
划分教育技术学理论发展阶段的依据。 具体来说，教
育技术学的研究传统包含以下三个组成部分：

（1）哲学与科学假定。 关于教育技术学以及构成

教育技术学的基本实体（如技术、教育、人等）的哲学
与科学假定。

（2）认识方式。 如何认识技术的教育应用的过程
以及这一过程中各种要素（如知识、学习者、技术、方
法等）的关系的预设或规定。

（3）研究方法。 规定研究者在开展教育技术学研
究过程中所能使用的程序与方式。
根据上述对“研究传统”的界说，我们认为，在教

育技术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大致存在着三个前后继

承、相对独立的研究传统，分别是：“实证主义—媒体
技术” 研究传统、“结构主义—系统技术” 研究传统、
“后结构主义—网络技术”研究传统①。 这三个研究传
统的更替，严格来说是以综合的方式完成的，而非直
线式的非此即彼。因此，遵循研究传统的路线，只能是
勾勒出教育技术学理论发展的大致面貌，而非全景式
的精准再现。

三、教育技术学理论各发展阶段的过程与特点

前文根据“研究传统”的更替，将教育技术学理论
划分为三个前后继承、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 这里将
就不同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研究传统的特点、教育
技术学理论的特点及其他相关要素进行较为详细的

分析总结，以期从根本上认识和把握教育技术学理论
存在的依据与发展的动因。

（一）“实证主义—媒体技术” 研究传统阶段（19
世纪末—20 世纪 60 年代）
早在 19 世纪初，由于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法国

的哲学家放弃了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转而关注某
些具体的问题。 这种倾向在孔德（A. Comte）的“实证
主义 ” 那里扩大了影响 ， 随后 ， 维特根斯坦 （L.
Wittgenstein）在其基础上促成了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
产生。 20 世纪 30 年代，逻辑实证主义转移到了美国
并盛极一时。 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只有得到经验证实
（或证伪）的命题才是科学的命题，而证实的唯一有效
方法是经验归纳法或实验检验法。 它对教育的影响，
最直接地体现在“对教育过程应该用‘手段—目的’模
式来把握”[13]。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的工业革命
引起经济增长和人口集中，学生人数不断增多而教师
则相对缺乏， 传统的教育越来越无法适应时代的要
求。 而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各种新兴的视听媒体不
断涌现，提供了当时发展教育所需的技术（手段）。 因

①实证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分别是各个发展阶段中占主导地位的哲学观或哲学思潮；鉴于媒体技术是构成教育技术学的

核心要素，故媒体技术、系统技术与网络技术则分别代表每个发展阶段中的典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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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逻辑实证主义这面大旗的指引下，在美国需要
改革教育落后的迫切呼声中， 在各种新兴视听媒体
（技术）的支持下，教育技术的历史序幕就此拉开，并
最终孕育了教育技术学理论发展中的“实证主义—媒
体技术”研究传统。
与其他研究传统相比，教育技术学理论的“实证

主义—媒体技术”研究传统具有如下特点：
在哲学与科学假定上，“实证主义—媒体技术”研

究传统认为，教育技术及构成教育技术的各种实体是
客观存在的，而且它们属于“原子论”的范畴，可以对
其做“抽离式”的研究。只有掌握能够被验证的关于这
些实体的知识经验，人类才能正确地认识它们。 与此
同时，在科学领域里，科学的真理只允许针对事实的
验证，且验证的唯一方法或标准是科学实验。 在此过
程中， 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均被无情地抛弃
了。 此外，行为主义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也获得了长
足的发展并占支配地位。
在认识方式上，“实证主义—媒体技术”研究传统

强调，知识是人类认识事物的成果，且是独立于人之
外而存在的，其显著的特点是：客观的、确定的、间接
的、现成的[14]。 因而，技术应用于教育的过程主要表现
为通过媒体技术把知识传递给学习者，并认为媒体技
术仅仅是表示和描述知识的方式或形式，它不会对知
识本身产生任何影响或改变。
在研究方法上，“实证主义—媒体技术”研究传统

主张方法具有普遍性， 可以脱离对象而独立存在，特
别推崇经验归纳法[13,15]和实验研究法[16-17]。
与研究传统相对应，这一阶段的教育技术学理论

具有如下特点：
在基本原理上，主张技术、教育与人是构成教育

技术的三个独立实体，彼此之间是相互外在的。 强调
技术对教育的工具作用和手段价值，忽略技术教育应
用本身所承载的内在价值———人生命的成长与自由。
在具体原理上，强调知识是先于媒体技术而存在

的，媒体技术不过是将知识及其属性、结构和关系予
以客观再现的工具和手段而已。
在应用原理上， 更多受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

明显地“把焦点放在课堂教学中媒体的选择和教学方
法的运用上，探讨的是如何使有效手段与所要达到的
目标之间相匹配的问题”[13]。 也就是说，特别关注教学
媒体与知识之间的联结方式与对应关系， 从而更恰
当、更有效地再现和描述知识。

（二）“结构主义—系统技术” 研究传统阶段（20
世纪 60年代—80年代）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科学知识整体化的要求
日益明朗”[18]。 同时，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这三门
学科也相继创立，其共同的旨趣在于揭示事物之间的
横向联系。这些趋向最终在哲学上形成了一种观察世
界的普遍观念，即结构主义思潮。 结构主义注重“整
体”与“关系”，认为事物的本质在于组成事物诸元素
之间的复杂关系，不在于元素自身，整体才是通达事
物本质的唯一途径。 在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20世
纪 60年代以来， 教育技术的研究开始运用系统方法
和理论。 这一时期，人们对教育技术的理解已经超越
了任何一种特定的媒体或设备，转而关注于教学系统
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整合与联系，追求“1+1﹥2”的效
果。 总之，新的时代精神蕴含了对旧的教育技术学理
论研究传统的扬弃。教育技术学理论的发展开始迈入
第二个阶段，即以“结构主义—系统技术”研究传统为
主的阶段。
与其他研究传统相比，教育技术学理论的“结构

主义—系统技术”研究传统具有如下特点：
在哲学与科学假定上，“结构主义—系统技术”研

究传统认为，教育技术及构成教育技术的各种实体都
有其特定的本质，但唯有树立“整体”或“系统”的观念，
人类才能正确地把握这些特质。这就是说，教育技术不
等于构成教育技术的各种孤立的实体的总和。但是，如
果研究构成教育技术的各种实体的成分、结构与功能
以及各种实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就能够获得最优化的
整体效果。 在科学基础方面，“结构主义—系统技术”
研究传统延续了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它的进步在于朦
胧地意识到了人的主体性原则。特别是诞生了一门专
门研究“人的认知活动”的学科，即认知心理学。
在认识方式上， 关于知识性质的看法，“结构主

义—系统技术”研究传统和“实证主义—媒体技术”研
究传统没有实质的不同。 即便如此，它也不再单纯地
关注媒体技术对知识的表征与传递，认为媒体技术虽
然能够表征和传递知识，但未必能够促进知识内隐与
学习的有效发生。 既然“媒体已成为教学传播过程中
的基本要素之一”[19]，只有和其他要素有机结合，才能
更好地发挥作用。
在研究方法上，“结构主义—系统技术”研究传统

不主张对元素本身进行“抽离式”研究或对孤立的整
体进行“封闭式”研究，而是将重点放在对诸元素的整
体性把握上。 具体来说，它把教育技术从对教育系统
中个别要素（最为典型的当属媒体技术）的研究扩大
到对整个系统进行设计、开发、实施与评价的研究。
总体来说，“结构主义—系统技术”研究传统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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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学理论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它的显著功绩
就在于强调应用系统方法的重要性，第一次提出了教
育技术学的研究方法问题。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教育
技术学才真正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经验事实，并结晶成
了新的概念和知识体系，由此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
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传统的指导下，教育技术学的

理论呈现出如下特点：
在基本原理上， 主张技术是构成教育的一个元

素，且二者的联姻是以人的发展为中介的。也就是说，
只有在“技术—教育—人的发展” [20]这个三位一体的

关系网络中，技术的教育应用的性质与作用才能被充
分地理解和把握。
在具体原理上，摆脱了机械的媒体技术的知识表

征观， 强调媒体技术只是教育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在教育过程中独立发挥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因
此，“技术的教育应用”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运用“系
统方法”来统筹各方面的因素。
在应用原理上，主张对媒体技术的教学应用进行

系统设计，以揭示出它与组成教学系统的其他元素之
间的必然性与规律性联系。 特别是，随着认知心理学
的发展，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设计逐渐获得了更大
的应用空间。

（三）“后结构主义—网络技术”研究传统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
从 20 世纪中后期开始，在后现代思潮的推动下，

结构主义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后结构主义。 后结构
主义对结构主义的基础主义与理性主义倾向进行了

批判与扬弃，它强调结构的动态性与生成性，进而“通
过在认识论上引进反基础主义，以及在解释学上强调
多元视角主义，来反对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和现实主
义”[21]。 后来，后结构主义又整合了解释学与新实用主
义的相关资源，为建构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哲学
依据。 与此同时，随着网络传输技术与多媒体通信技
术的发展，国际互联网的带宽、内容和交互性都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此背景下，教育技术学无论在
理论上还是在技术上都具备了发生质变的可能。一些
学者深受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启发，遂将建构主义引入
教育技术学领域，用以指导基于网络技术的教育技术
实践，这导致教育技术学理论的发展进入到了第三个
阶段，即以“后结构主义—网络技术”研究传统为主的
阶段。
与其他研究传统相比，教育技术学理论的“后结

构主义—网络技术”研究传统具有如下特点：

在哲学与科学假定上，“后结构主义—网络技术”
研究传统认为，教育中的技术具有“后生成性”以及文
化嵌入性，因而是没有本质的，即“一个相同的技术在
不同的使用语境中具有不同的特征”[22]。 在科学基础
方面，随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
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的相继创立与迅猛发展，传统理
性主义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以至于人们对理性的必然
性、绝对性与先验性等信念产生了动摇。
在认识方式上，“后结构主义—网络技术”研究传

统认为，知识不是现成的结论，而是动态生成的。也就
是说，认识主体无法在知识的外部去旁视它，而必须
在其自己的交往实践中来把握它。 在这种交往实践
中，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或者不同的认识主体之间进
行充分的对话，知识就是对话的结果与产物。 由于知
识是建构的、生成的，它就不可能先于媒体技术而存
在。 这就意味着，媒体技术不再是被动的“知识表征”
的工具，它似乎变成了有生命的“有机体”，可以发现
知识甚至制造知识。
在研究方法上， 除了注重传统的实证的量化研

究、系统研究外，也开始注重诠释和质性研究，提倡多
元化的研究方法[17，23]。
概而言之，在“后结构主义—网络技术”研究传

统阶段，教育技术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它的卓越贡
献在于冲破了传统的知识观与技术工具论的束缚，
转而获得了更加开阔的视野。 其结果是，技术不再被
视为教育的可有可无的工具或手段， 而是一种重塑
教育或变革教育的颠覆性力量。 以至于传统的“教育
技术的理论”（Theory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即将
或正在被改写为 “技术的教育理论 ” （Educational
Theory of Technology）。
与研究传统相对应，这一阶段的教育技术学理论

也展现出了自己独特的风采：
在基本原理上， 摆脱了关于技术的单一论断，认

为“技术—教育—人的发展”是一种“相互内在”的关
系，而且形成了一种“相互建构”的动态过程。
在具体原理上，主张人是通过技术的方式而在教

育中存在的。因此，在技术的教育应用过程中，不应该
仅仅把技术视作外在于人的知识表征与传递的工具

或手段，而应力图让技术成为“学习者思考和知识建
构的促进者和帮助者”[24]。
在应用原理上，更多是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指

导下，利用技术创设学习环境，形成网络学习共同体
等，以帮助学习者发现知识或创造知识，从而促进学
习的有效发生与意义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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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tructure, Development Stages and Its Motive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Theory

ZHANG Gangyao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Jiangsu 210023)

[Abstr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interpreta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two kinds of

四、结 束 语

以上的分析让我们看到， 教育技术学的理论包含
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即静态显形结构和动态逻辑结构。
然而，现有的研究基本停留在静态显形结构的“增减调
补”上，而忽视了对动态逻辑结构的探讨，致使教育技
术学理论的发展一直处于“不佳境况”。我们认为，无论
教育技术学理论的静态显形结构多么完备， 它们实质

上都在接受动态逻辑结构的引导与制约， 动态逻辑结
构才是主导教育技术学理论发展的关键动因。如此，寻
找这种普遍而又隐蔽的动态逻辑结构， 对于教育技术
学理论的构建具有颇为关键的意义。 这就要求我们从
哲学与科学等上游学科汲取新鲜的理论营养， 将教育
技术学理论置于新的更深厚、 更宽广的哲学与科学基
础之上， 而且要力求借助新的认识观去研究教育技术
学问题，同时还要重视研究方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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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s exist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theory: one is the static explicit structure, namely the basic
principles, concrete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 principle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theory; the other is the
dynamic logic structure, namely the law of internal perfection and external replacement of "research
tradition"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theory.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l rules of "research tradition", the
educational technology theor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stages which are inherited
from one another. Through 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 backgrounds,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research, feature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theory and other relevant elements of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it is found that no matter how perfect the static explicit structure is, it accepts the guidance and
restriction of the dynamic logic structure virtually, and the dynamic logic structure is the key motiv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theory.

[Keywords] Theory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tructure of Theory; Research Tradition; Historical
Evolution; Development Mo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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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in educational field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but the
application in the modern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governance capacity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governance capacity in the age of big data, and
discusses the technical assistance, intellectual support, method selection and realistic dynamic value of big
data in modern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governance capacity. Then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construction are analyzed, including the lack of education data, insufficient knowledge of big data of
education governance body, the late start of big data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heavy tasks etc. Finally,
some implementation paths are pointed out, including collecting educational data to build educational big
data platform with the aid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governance body, and
implementing big data work into the action of educational governance in response to national education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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